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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唐船舶载篆书单帖考
李 　　　　宁＊
A Study on Seal Script Works Brought by Chinese Ships in Edo Period
LI Ning
We can divid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to two phases with the Wei-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as the boundary. Prior to that period, Chinese 
calligraphy wa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racters of seal, li, regular script, light 
running hand and cursive. While after the period,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developed 
mainly on the basis of individual style. In China, the five calligraphy styles have gradually 
evolved and fell into pattern. The script of li came into being first. In Japan, however, li 
script is the latest widely recognized calligraphy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acceptance time. 
It was not until the Edo period that the script of li was used and created by calligraphers. 
It’s also in this period that the art of engraving sprouted and developed rapidly, and 
engraving is an art that engraves the script on the seal, so engraving has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cript. Therefore, we can’t help asking that how can the li script 
spread to the closed-door Japan during the Edo period.
As Mr. Matsuura Akira said, th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Qing 
Dynasty were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arrival of Chinese ships to Nagasaki. This form of 
exchange lasted for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This period coincided with Japan’s 
policy of closing its border and prohibiting Japanese from sailing overseas. Therefore, the 
arrival of Chinese sailboats in Nagasaki was the only way for Sino-Japanese exchanges at 
that time. The script was also spread to Japan in the Edo period via this channel.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akes the seal script works brought to Nagasaki by ships 
from ancient China in the Edo period as a research object, displays the models of 
calligraphy works and solves the problems one by one, with the aim to explore the types 
of seal script that people in the Edo period saw and further find out ordinary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script in that period.
What need to be separately stated is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single work of seal 
script in addition to book materials, dictionaries and other documentation materials. Most 
of the calligraphy materials are for literacy purposes, and there are very few plaques in 
the placards. If you look at the calligraphy style and type, the single work on seal script is 
very important.
Key words:  Edo Period, ancient Chinese ships, carried by ships, seal script, single 
calligraphy work
＊	 李宁，就职于中国书法家协会展览部，第六届中国书协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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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书法史以魏晋南北朝为界线分为书法前史与书法后史，前史以篆隶草楷行的字体发展为主要脉
络，而后史则以个人书法风格为主要线索。在中国，篆隶草楷行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演绎定型，在五大书
体中篆书是最早的书体。而在日本则恰巧相反，由于接受时间的不同，篆书属于最晚被广泛认识的字体。
直到江户时期，篆书才被书法家利用并进行创作。也是在该期，篆刻艺术萌芽并迅速发展，而篆刻是将篆
书镌刻于印章之上的一门艺术，所以篆刻与篆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由此，我们不禁产生疑问，篆书在
闭关锁国的江户时代是如何传播到日本的呢。
　　正如松浦章先生所言，清代中日之间的交流是通过中国船只到达长崎的来航贸易来进行的，这种形式
的交流维持了长达二百余年1）。这个时期正值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日本人出航于海外，所以中国帆
船到达长崎是当时中日交流的唯一途径。篆书也以这种形式传播到江户时期的日本。
　　在本文中，笔者以江户时代长崎贸易唐船舶载至日本的篆书法帖为研究对象，梳理并展现唐船舶载的
篆书的法帖，逐一解题，旨在探究江户时代人们所见篆书种类，进而探明江户时代人们对篆书的认识。
　　	需要单独说明的是，本文以篆书单帖为研究对象，除此之外还有字书、字典等篆纂类的篆书资料以
及丛帖中所收录的篆书法帖。篆纂类的篆书资料大都以识字为目的，丛帖中所收录的篆书法帖则少之又少。
如果从篆书的风格及种类来看，篆书单帖相比最为重要2）。
一、江户时代及以前篆书字体在日本的发展
　　篆书字体相对于其它字体而言，在日本属于较晚接受的字体。
　　奈良天平胜宝八年（756）六月，光明皇后将圣武天皇六百多件遗品献与东大寺。在留存的献纳目录
《国家珍宝帐》3）中记载了一件“鸟毛篆书屏风六扇”，此件作品中的篆书用鸟毛制成，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
件带有工艺性质的书法作品，是日本较早使用篆书的范例4），作品上的篆书结字并不工稳，用字亦不规范，
由此来看当时对于篆书使用并不熟练，并且只会在非常特殊的场合才会使用到篆书。
　　平安初期，空海将“篆隶杂体”带到日本，该体并未普及，只是很少的应用于碑额、匾额5）。现存的空
海书《真言七祖像赞金刚智》与传梁萧子良《篆隶文体》便是由“篆隶杂体”写就，这种字体带有一定的
装饰性，属于模仿人间百物，以篆隶为形的杂体。这种字体应当便是平安时期日本人对于篆书的普遍认识。
1 ）	松浦章《江戸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思文閣出版、2007年 7 月。
	 松浦章著・张新芸译《清代帆船与中日文化交流》上海科学技術文献出版社、2012年 1 月。
2 ）	有关丛帖类中的篆书法帖及篆纂资料的舶载情况详见李宁关西大学博士论文《江户时代中国篆刻对日本篆刻的影响研
究》。除此之外，马成芬博士的《唐船法帖研究》（日本清文堂出版，2017年 4 月 1 日）详细记载了江户时期唐船舶载
丛帖的情况。关西大学在读博士曹悦的系列论文关注到日本书家使用篆书创作的具体情况。
3 ）	见墨迹本《国家珍宝帐》，正仓院藏。
4 ）	米田雄介氏在《国家珍宝帐に見える屏风の成立について》一文中从该屏风所用鸟毛将“鸟毛篆书屏风”推定为日本
本土制作的屏风。
5 ）	中田勇次郎《日本の系谱》之《江户时代の书道资料》《书体に関する和刻本》，木耳社，昭和四十五年，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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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平三年（891），藤原佐世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当朝所藏汉籍目录，其中记有“《说文解字》
十六卷，许慎篆”，虽然即便是在中国也奉为篆书学习经典的字书《说文解字》在此前已东传至日本，遗憾
的是该书并未对平安时期日本篆书的发展起到作用。
　　平安、镰仓两朝，很少有人书写篆书。室町时代，极少数的禅僧书写过篆书。
　　直到江户时代，正统的篆书才开始逐渐影响到日本，日本对篆书的研究也逐渐展开。
　　江户早期篆刻家池永一峰（1674-1737）撰《篆髓》，梳理篆书的特点，虽然文中以小篆为主，但还是
掺杂了古文、籀文、异字的写法。享保十一年（1726），细井广泽《篆体异同歌》6）出版，该书将明郑大郁
《篆林肆考》与清傅起儒《字学津梁》中记载的应在《篆体异同歌》进行合并校勘，校订笺注。除此之外，
细井广泽还根据需要增加四十四条新句。该书最大的特色在于完全使用《说文》系统的小篆，为当时书法
界及篆刻界使用篆书提供了捷径。
　　享保十六年（1731），冈恒忠玄编纂《篆林捷径》，将汉字部首及常用汉字按笔画数部分，最大的特点
便是与《篆体异同歌》一样使用标准的小篆。小篆开始与古文异字区分开来，被普遍使用。
　　宝历三年（1753），关口忠贞《篆书唐诗选五言绝句》刊行，使用小篆书写唐诗，并将古文异体列于上
联。宝历六年（1756），关口横山《篆书唐诗选七言绝句》刊行，同样使用小篆书写唐诗。安永四年（1775），
佚山《古篆论语》刊行，使用小篆书写《论语》全文。此时，日本开始流行使用篆书书写大篇幅的诗词文赋。
　　安永七年（1778），佚山撰写《补阙篆体异同歌》7），仿细井广泽《篆体异同歌》，据赵宧光《说文长笺》
补广泽之不备，增百五十联。
　　安永九年（1780），泽田东江撰写《篆说》，该文使用标准的小篆述说篆书的起源、流传、种别等，认
为“麒麟、鸾凤、龟、龙、鸟、鱼”等杂体篆书多为妄作，提出“学篆则以李斯、阳冰为法”的学篆观念。
　　天明元年（1781），玉洲矢道成编纂字书《古篆千字文》，所引字书及法帖为《说文解字》《字汇》《正
字通》《康熙字典》《古篆汇选》《金石韵府》《摭古遗文》《篆字汇》《六书通》《文征明篆书千字文》等。
　　宽政九年（1797），由高芙蓉编辑、弟子曾之唯增修的字书《汉印千字文》出版，该书根据千字文顺序
收录所见篆纂及印谱中的篆书用字，内容详尽、编纂精审，成为江户时代中晚期篆刻界使用篆字的重要依
据。
　　文化九年（1812），市河米庵《米庵墨谈》8）刊印，文中论及篆书，通过米芾、王澍《虚舟题跋》、《金
薤琳琅》、《金石史》等篆纂提到当时所见篆书法帖，如《因宜堂法帖》所收篆帖、《石鼓文》《峄山碑》《三
坟记》、徐铉小篆、《周伯温千字文》等，赫然在列。文化十年（1827），市河米庵《米庵墨谈续编》9）刊行，
文中设《篆法摄要》，探讨篆书的书写方法。
　　弘化二年（1845），卷菱湖《十体源流》10）刊行，文中利用所见文献资料，仿照张怀瓘《书断》体例，
考证“古文、大篆、小篆、古隶、章草、八分、今隶、行书、今草、破题”源流。
　　嘉永元年（1848），古森厚孝《偏类六书通》刊行，该书是将《六书通》仿照《康熙字典》的体裁编辑
6 ）	细井广泽《篆体异同歌》附池永一峰《篆髓》，西川宁《日本书论集成》 1 ，汲古书院。
7 ）	佚山《补阙篆体异同歌》，京都柳枝轩小川多左卫门刊本，西川宁《日本书论集成》 7 ，汲古书院。
8 ）	市河米庵《米庵墨谈》，市河氏小山林堂藏版，西川宁《日本书论集成》 2 ，汲古书院。
9 ）	市河米庵《米庵墨谈续编》，市河氏小山林堂藏版，西川宁《日本书论集成》 2 ，汲古书院。
10）	卷菱湖《十体源流》，江户萩原氏松筠堂刊本，西川宁《日本书论集成》 2 ，汲古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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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的字书。
　　篆书一直到日本的江户时代才被系统的传到日本，尤其被江户时代的书法家、篆刻家所重视。像本文
中出现的池永一峰、细井广泽、佚山、高芙蓉、曾之唯都是江户时期的篆刻家，由此可以看出，篆刻家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篆书的发展。
　　细井广泽曾将池永一峰《篆髓》与所著《篆体异同歌》合刻出版，在序中，细井广泽谈到“池子有篆
癖，我亦同癖。然我病不一病，故诸症不太深。池子只一病沈固，入骨入膏”。二人皆是初期江户派的代表
人物，对篆书的痴迷，亦可见篆书对于江户时代篆刻发展起到的关键作用。
　　江户时期的书家及篆刻家经常通过书写《千字文》进行篆书的创作，这在江户时期成为篆书创作的一
大特色。如池永一峰、细井广泽、佚山、新兴蒙所、市河米庵等人皆创作过篆书《千字文》。从江户时代主
要书家的篆书作品来看，以使用标准的小篆进行创作成为当时篆书创作的一大特色。
　　天保八年（1837），《大全童子往来百家通》出版，该书属于教习孩童学习书信写作的蒙书，可见在江
户时代末期，除学问阶层使用并研究着篆书外，普通民众也逐步开始对篆书有所认识。
　　应当说，直到江户时期，书家开始使用篆书进行创作，民众开始接受并认识这种字体，日本迎来篆书
真正发展的时期，其原因与中国篆书法帖与篆纂的舶载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
二、唐船舶载的篆书单帖
　　翻检大庭修氏整理的所有舶载典籍资料，舶载的篆书单帖
种类并不算太多，共有20种。严格意义上讲，《篆字尚书集注》
《钦定篆文六经》《钦定篆文四书》《篆字九经》属于书写经文的
刊刻典籍，但由于全书使用了篆字书写，很容易作为篆书的学
习范本，亦鉴于很多法帖原本是文稿却因为书写的水平成为学
术范本这一特性，故将此列入。另，《四体书法》与《古文字石
搨》应当是记录者对该帖不熟悉而简略记录，无从考察，但从
帖名上可以判断为篆书的拓本。
　　本节将以此对舶载的篆书法帖进行解题，由此探明这些舶
载篆书单帖的特征。
1、《峄山碑》（图 1 ）
　　秦李斯书	小篆　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原石佚
　　峄山碑，秦七刻石之一，刻于山东邹县峄山之上。《史记	
秦本纪》记载秦始皇在建国（前221）后的第二年开始巡视各
地，10年之内巡视四次，刻石七处。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
“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11），该刻石在七刻石中刊刻时
11）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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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最早，也是《史记》中唯一没有记载其碑文的秦刻石。
　　《书小史》记载唐李阳冰初学《峄山碑》，而宋初徐铉则是“后得李斯《峄山碑》，潜思改作，遂逼其
势”，中国唐宋两位篆书大家皆是学习的此碑，可见此碑的重要性。
　　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该碑被后魏太武帝推到，即便如此，此碑因名气较大，被历代摹拓，以
为楷则。乡人不堪外人摹拓之扰，将其焚毁。后又被县宰根据旧拓模勒于石，放置于县廨12）。欧阳修在《集
古录》中载宋初的郑文宝曾到峄山访此碑刻，碑石已不在13），所学为乃师徐铉模本。明曹昭《新增格古要
论》记载明代有三种峄山刻石的版本，分别是西安府学存宋文宝翻刻本、应天府学存宋李西台翻刻本、邹
县翻刻本。清翁方纲在《复初斋外集》载杨士奇曾见到七本，而自己却只见到四个版本，以元佑八年峄阴
堂重刻本与日本旧刻为佳，此日本旧刻指的是朝鲜进士金秋史（1786-1856）在江户时代寄赠日本国本14）。
　　该碑拓本在江户时代舶载多次多部，亦可见此拓本在日本受到的欢迎程度。
2、《秦望山碑帖》（会稽刻石） （图 2 ）
　　秦	李斯书	小篆　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原石佚
　　秦望山碑，即秦七刻石的“会稽刻石”，因刻于会稽秦望山15），故名。
会稽刻石是这七处刻石的最晚的一个，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嬴政来
到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刻，颂秦徳”16）。碑文使用的是秦代官
方正式文字，被称为秦小篆。
　　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转引唐代武周时梁载言所撰《十道志》
的记载“秦望山其碑尚存”，这说明该石刻在唐代还在17）。宋代文献未载
录该石刻，尤其是欧阳修、赵明诚这样的金石学家也没有记载该石刻的
情况。元盛熙明（活跃于至正年间）在《法书考》中载“秦山碑，李斯
书，石皆剥落，惟二世诏一面仅存”，记录该石刻只剩下秦二世的题字。
然而早于盛熙明的吾丘衍（1272-1311）却在《学古编》中记载该石“今
无”18），由此笔者怀疑盛熙明是抄袭了其它文献的记载。明代都穆在《金
薤琳琅》中载：“元至正初，东平申屠子廸为绍兴路推官，以家蔵旧刻刻
于路学，即今之所传是也”19），文中记载在元至正初年，申屠駉以家藏旧拓重新刻制该碑。清　严可均在《铁
桥漫稿》中评价元申屠駉的覆刻本“雄健不及绎山（刻石），而整饬过之”，又载“是刻为明人磨去，改刻
12）	《封氏闻见记》，中华书局，2008年，73页。
13）	宋・欧阳修《集古録》卷一。
14）	清・翁方纲《复初斋外集》诗卷第十九，民国嘉丛堂丛书本。
15）	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九载：“秦望山在县东南四十里，旧经云，泉岭最髙者。舆地广记云，秦望在州城南，为
众峰之杰。”
16）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17）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十，清影宋钞本。
18）	元・吾丘衍《学古编》卷下，明夷门广牍本。
19）	明・都穆《金薤琳琅》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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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碑。知府李晓园以拓本再刊于原石，而割弃申屠旧跋，易以己跋，又有翁覃溪等题名墨本广传，宛然元
刻云”，可见该元申屠駉刻石在明代又被磨去改刻他碑，清乾隆年间知府李晓园又以元申屠駉覆刻本再刊于
石。《书籍元帐》记载道光二十五年（1845）舶载《秦望山碑》一部一帖，价格为十，从舶载时间及价格来
看，舶载的该帖应当是清李晓园的再覆刻本。
3、《三坟记》（三古记、三故记、三右记） （图 3 ）
　　唐李阳冰书	小篆	大历二年（767）石现藏陕西西安碑林
　　在《落札帐》《书籍元帐》《购来书籍目录》中记载有《篆三古记》
《篆三故记》《篆三右记》，这三种称呼的篆书未见有文献记载，应当指的
的是唐李阳冰书写的《三坟记》，笔者怀疑“坟”字是中国古代航海的禁
忌词汇，将此字改写，是对其含义的避写。
　　李阳冰，字少温，赵郡人，曾作将作少监。在唐代，李阳冰篆书的
名气较大，与秦代的李斯，共称“二李”。宋代的朱长文在《续书断》中
将其篆书列入最高品“神品”。
　　李阳冰的篆书初学李斯《峄山碑》，所以李阳冰的篆书与秦代官方正
式用的篆书极似。又因线条极均称，又被后世称为“玉箸篆”。该篆书对
早年的邓石如影响较大。
　　《三坟记》是改葬同族李曜卿兄弟三人的纪年刻石。在用字方面，
《三坟记》出现了诸多和《说文解字》不同的写法，经伏见冲敬氏逐字考
证，皆有来源，大多是借助了籀文、古文及吉金文字的写法20）。
4、《谦卦碑》（图 4 ）
　　唐李阳冰书	小篆　唐宝应年间（762-763）石现藏安徽芜湖十二中
　　的《谦卦碑》最早见着于明天顺三年（1459）曹昭的《格古要论》，“篆书，方三
寸，大四扇板门，在芜湖县民家”。后又被万历年间焦竑《焦氏笔乘》列于《英公用修
有闻见字书目其未备者》条下21），英公指的是北宋夏竦，用修指的是明代杨慎，焦竑将
夏竦《集古篆韵》所引书目与杨慎闻见字书目列目，后又列此两人未见目，可见该石
刻在此之前并未受到重视。
　　清吴玉搢《金石存》载“李阳冰篆书谦卦碑，旧刻在芜湖（今安徽芜湖），今重刻
在当涂（今安徽马鞍山当涂），其他翻刻尚多，皆不及原本远甚”22），清代翻刻较多，但
皆不如芜湖旧刻。
20）	参见《书迹名品丛刊》之《唐李阳冰三坟记》后之伏见冲敬解题。
21）	明・焦竑《焦氏笔乘》卷六，明万历三十四年谢与栋刻本。
22）	清・吴玉搢《金石存》卷四，清函海本。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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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洪頣煊《平津读碑记》载：“（《谦卦碑》）字重见者，皆以别体书之”23），意即再次重复使用的字，李
阳冰便使用另外的写法。其中谦的写法21种，各不相同，但皆有来源。
5、《篆书千字文》（图 5 ）
　　北宋释梦英	小篆	北宋干德三年（965）刻　石现存西安碑林
　　释梦英，号卧云叟、南岳人，横州人，效十八体书，尤工玉箸篆，与郭忠恕
同时，习篆皆宗李阳冰。《续书断》将释梦英列入“能品”。
　　梦英篆书千字文于干德三年（965）刻于碑的正面，干德四年，陶榖撰序文，
干德五年刻于碑的阴面，同年九月立石，该碑刻前后共经历了三年24）。每个篆字下
皆刊注了小字楷书。
　　应当说该碑刻完全学习了李阳冰的书写风格，造型圆转，结字匀称，然而不
同的是释梦英书写的该碑文的用字更加接近《说文》系统，很少像李阳冰那样借
用古文、奇字的字形。
6、《篆书目录》（图 6 ）
　　北宋释梦英	小篆	北宋咸宁二年（999）刻　石现藏西安碑林
　　《篆书目录》，又名《说文字源》《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文是释梦英用篆书抄
写《说文解字》部首五百四十部，这些部首是《说文》目录，故称《篆书目录》。梦
英对于《说文》的学习，由此让我们了解到为何他的篆书作品更加接近《说文》系
统的篆法。
　　郭忠恕在该碑的每个篆书部首下用楷书注释并标注了读音，由安文粲刻字，柴
禹锡立石。
　　据元马端临考证梦英之所以书写此碑是因为矫正唐代林罕《字源偏旁小说》的
错误25）。
7、《篆书十八体》（图 7 ）
　　北宋释梦英	杂篆	北宋干德五年（967）刻　石现藏西安
　　《篆书十八体》，又称《篆书梦英十八体诗刻》。碑文主要的书写内容是沙门惠休
的《休上人怨别》，诗前加“沙门惠休书”，后加“干德五年于长安书，宣义大师梦英集”，计九十字，每五
字使用一种篆书字体书写，共18体，故名《篆书十八体》。该碑在明代藏于西安府香积寺中26）。
　　在每种篆书左边加入了对该字体的注释，从落款来看，应是梦英集字。所集字体分别是苍颉所作“古
23）	清・洪頣煊《平津读碑记》卷七唐，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
24）	参见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二十四，清嘉庆十年刻同治钱宝传等补修本。
25）	参见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经籍考十七，清浙江书局本。
26）	明・曹昭《新增格古要论》卷三，清惜阴轩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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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籀所作“大篆”“籀文”，史佚所作“回鸾篆”，卫瓘所作“柳叶篆”，卫恒
所作“垂云篆”，鲁秋胡妻所作“雕虫篆”，秦相李斯所作“小篆”，“塡篆”，后汉
蔡邕所作“飞白书”，汉陈遵所作“芝英篆”，韦诞所作“剪刀篆”，仙人务光所作
“薤叶篆”，晋右将军王羲之所作“龙爪篆”，“科斗篆”，后汉刘徳升所作“璎珞
篆”，汉章帝郞中扶风曹喜所作“悬针篆”，汉章帝郞中扶风曹喜所作“垂露篆”。
在这十八种字体中，虽然大多记为某位古人所创制，但大都是好事者所制作带有
装饰性的字体，与平安时代空海所带至日本的“杂篆”十分相似。
　　该碑曾被明何震的印学理论《续学古编》“第一举”27）中记载，所以会受到之
后篆刻家的重视。
　　笔者怀疑该碑是否真是梦英所为，但该碑碑文最早被北宋朱长文《墨池编》
所记载，说明该碑在此之前确实存在。
　　据南宋陈思《寳刻丛编》载，该碑中的楷书是袁允中所书28）。碑额上大字书写
“南岳宣义大师梦英十八体书”，所以笔者怀疑《书籍元帐》记载嘉永元年申四番
船舶载的《梦英大师》一部一帖便是《篆书十八体》。
8、《篆阴符经》（图 8 ）
　　北宋郭忠恕　小篆（附古文、隶书）宋干德四年	西安碑林
　　郭忠恕，字恕先，洛阳人，曾在汉周任湘阴公从事，宋太宗
朝官至国子监主簿。篆书学李阳冰，工古文、小篆、八分，亦能
楷法，尤善字学。着《汗简》十卷、《佩觽》三卷。《宋史》有传。
宋赵明诚《金石录》记载了 7 种郭忠恕书写的碑刻，其中包含了
他的古文、小篆、八分、正书四个字体，有四个是两种字体同时
使用的碑刻29）。
　　《篆阴符经》，由小篆、古文、八分三体书。所用小篆，尽仿
《说文》。其着《汗简》是主要收录当时所见古文的字书，所用古
文应当是从中所来。明赵崡《石墨镌华》载：“忠恕篆笔匹徐铉，
而诮英公，又兼工小楷”30），清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在转引赵
崡此语时又增加了“正书有信本皇甫碑法”一句31）。清孙星衍《寰
宇访碑録》记载该碑刻于唐怀恽禅师碑的碑阴32）。
27）	明・何震《续学古编》卷上，清道光海虞顾氏刻本。
28）	宋・陈思《宝刻丛编》卷十一载“僧梦瑛书，真字袁允中书。”
29）	宋・赵明诚《金石録》金石录卷苐十一跋尾，四部丛刊续编景旧钞本。
30）	明・赵崡《石墨镌华》卷五跋四十一首，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31）	清・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卷三十二书家传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	清・孙星衍《寰宇访碑録》卷六，清嘉庆七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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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禹王碑》（图 9 ）
　　蝌蚪文　时间不详　湖南衡阳等多处
　　《禹王碑》，又名《岣嵝碑》《夏禹衡岳碑》，石在湖南衡阳岣嵝峰山顶石
壁上，西安碑林、绍兴禹陵、云南法华山、湖北武汉、四川明泉、江苏南京、
等地皆有历代翻刻本。
　　碑文77字，形如蝌蚪，故称“蝌蚪文”，该字体并非是上古人们使用过的
字体，而是后世臆造的书体。该碑较早见于韩愈、柳宗元的诗词中，多被历
代文人所提及。然而在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以及历代金
石学著作鲜有提及此碑者，这应当是因为历代金石学家似乎并未认可此碑。
直到清代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开始列举此目，吴玉搢《金石存》、王昶《金
石萃编》开始详细的记录此碑，尤其是王昶曾藏此碑的四个版本。
10、《董其昌四体百家姓》（图10）
　　传明董其昌　小篆（隶书、楷书、行草）
　　《百家姓》，宋时所作，记录中国诸姓，四字韵语，朗朗上口，计568字，
与《三字经》《千字文》，共称“三百千”，是中国古代启蒙教育的固定教材。
明吕坤《实政録》载“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
《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33）。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华亭人，官至礼部尚书，赠太子太傅，
谥文敏，是有明一代最为出名的书法家之一。因清康熙帝学习董体，上行下
效，董其昌书法在清代影响甚广。然而，从历代文献对董其昌所写书法作品
的记录来看，没有《四体百家姓》，故该作应当是托名伪作。清冯武《书法正
传》载：“行草直逼李太和（邕），甚为伪笔损望”，这也说明了董其昌的伪作
在清代很多。
　　该帖在弘化二年（1845）舶载至日本二百六十部，弘化三年（1846）舶
载有70部，此本帖在宽保元年（1741）就曾被京都植村玉枝轩翻刻，可见该
本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欢迎程度。
11、《百体千字文》（图11）
　　清孙枝秀	杂体篆书　清康熙年间
　　《百体千字文》，又称《历朝圣贤篆书百体千字文》，清孙枝修集篆，尤悔庵、周介庵	鉴定，前有康熙
十八年（1679）徐干学的跋、康熙二十四年（1685）尤侗的跋，康熙二十一年（1682）徐南复的跋。该帖
8 个字一个书体，皆注有书体名称及释文，共130种字体，有的字体不知来源于何，应当是作者闻知体名而
自造。清代尤侗虽然对该书作跋，又在跋文中称“孙子意匠经营，分配之妙若自然”，将该书及作者称赞一
33）	明・吕坤《实政録》民务卷三，明万历二十六年赵文炳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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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然而又在其个人著述《艮斋杂说》道出了真实想法，“近人有为百体
千字文者，如龙书、龟书、鸾凤书之类，疑其伪造不足取也”34）。
　　孙枝秀在该书中自署“西湖后学”，查《杭州府志》35），孙枝秀顺治三
年任巡抚海道，管理海道是否便于让个人出版的书籍舶载日本呢？该书
曾于日本明治十四年由福本虎藏辑后覆刊，也说明了该书在日本流传影
响的程度。
12、《百体篆书阴骘文》
　　杂体篆书	康熙年间
　　该帖不详，《舶载书目》记载该帖有康熙四十二年（1703）顾逻晋昭
的题签。序及释文因是篆书，故未录。从书名来看，应当和《百体千字
文》一样，是使用多种流传篆书杂体书写的《阴骘文》。
　　《阴骘文》是道教止恶扬善的典籍，阴骘一词具有天人感应的含义，所以在清代有为祷祝安康而用篆书
书写该文的习俗。如《安徽通志》记载丁云萼母病，因与弟䖍祷文昌而愈，所以篆此文于石36）。
13、《四体千字文》（《文征明四体千字文》） （图12）
　　小篆（隶、楷、草）
　　《商舶载来目录》记载宽政十年（1798）舶载《文征明四体千字文》
一部一帖。《书籍元帐》记载弘化三年（1846）舶载至日本《四体千字
文》六百九十八部各一本，每本一分五厘，共卖一百四匁七分。该帖舶
载数量极大，可见在江户时期受欢迎的程度。然而《书籍元帐》并未有
记载该帖作者，中国历代书写《四体千字文》者较多，并非只是《商舶
载来目录》记载的《文征明四体千字文》，考历代书画理论著述，书写该
帖较有名者为元赵孟俯、周伯温、俞和、钱良右、明文征明、丰坊、姜
立纲。
　　《四体千字文》来到日本后被多次重刊，搜索京都大学汉字情报中心
数据库，江户时代共有11个版本的《四体千字文》。分别是
　　（ 1 ）庆长九年（1604）京师固辙堂本
　　（ 2 ）庆长十一年（1606）春枝刊本
　　（ 3 ）庆长十一年（1606）金宣刊阴刻本
　　（ 4 ）明姜立纲书，	贞享元年（1684）京师永田长兵卫刊本
34）	《艮斋杂说》卷三，清康熙刻西堂全集本。
35）	清・马如龙、杨鼐等纂修　李铎等增修《（康熙）杭州府志40卷图 1 卷》杭州府志卷之十九，清康熙二十五年刻三十三
年李铎增刻本。
36）	事见清何紹基《（光緒）重修安徽通志》卷二百三十八，清光緖四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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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陈释智永书，宽保元年（1741）京师伏见屋藤右卫门刊本
　　（ 6 ）陈释智永书，宽保元年（1741）京师玉枝轩植村藤右卫门	刊本
　　（ 7 ）	陈释智永书，寛保元年（1741）京师书房玉校轩刊，天保二年（1742）浪速书贾松村敦贺屋九兵
卫印本
　　（ 8 ）宽政十一年（1799）仙台本屋治右卫门刊本
　　（ 9 ）文化元年（1804）仙台裳华房伊势屋半右卫门刊本
　　（10）文化三年（1806）刊本
　　（11）文化三年（1806）刊本，弘化三年（一八四六）大阪堺屋新兵卫等重印本
　　在这十一个刊本的《四体千字文》中，还有刊后再刊者，可见该帖在江户时代的影响。在这些刊本中
未见对《文征明四体千字文》进行翻刻，其中有记名者为南陈智永与明代姜立纲书写的两个版本，可以想
象该帖流传至日本江户时代的版本多是此二人所书。然而需要提出的是，在有关史料中未有提及南陈智永
书写过该帖，应为托名伪作。而姜立纲所书，虽称四体，但以楷书为主体，小篆、八分及行草书皆以小字
注释的方式出现。另外，在清代流传着诸多非知名书家书写的《四体千字文》，多不记名署，也许舶载的该
帖也包含有这样的《四体千字文》。《大清光绪新法令》之《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学科程度章》第五节第十
条习字中提到学书可以《四体千字文》为学习范本，提出“即将赵书四体千字文照出石印成本，或令时人
写四体千字文一卷石印均可”，既提到最好的范本是赵孟俯《四体千字文》，又说道让时人书写也可，可见
未署名姓的《四体千字文》在清代应该不在少数。
14、《王澍篆书》（图13）
　　清王澍	小篆	康雍干时期
　　王澍（1668-1743），字若霖，又字箬林，号虚舟，别号竹云，江南金坛
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入翰林，累迁户科给事中。雍正元年，诏以六科并
入督查院，王澍抗疏力争，改吏部员外郎。次年，王澍告老还乡，专注书法，
名播海内37）。撰有《禹贡谱》二卷、《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十二卷、《竹云题
跋》四卷、《虚舟题跋补原》三卷、《虚舟题跋》十卷。
　　王澍善四体，尤工唐贤诸楷，自谓致力欧阳询、褚遂良最深38）。包世臣在
《艺舟双楫》中将其行书列入“能品下”，未言它体39）。亦有称为接续明文征明
一脉的40）。后之翁方纲论及书法言：“（王澍）篆书得古法，行书次之，正书又
次之”，认为其篆书最好41）。清庞元济在《虚斋名画録》载：“王澍技以篆名，
37）	民国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十，民国十七年清史馆本。
38）	同上。
39）	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清道光安吴四种本。
40）	见《清史稿》。
4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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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充写官”，记录王澍专门任职过写篆书的职务42），由此来看王澍除楷书、行书外，亦精篆书。
　　从现存王澍篆书作品来看，结体匀称，用笔圆润，承接李阳冰、释梦英一脉，然而略有不同，王澍用
字严守《说文》，线条更加纤细，被称为“铁线篆”。王澍在《竹云题跋》中提到书写篆书的要领：“篆书有
三要：一曰圆，二曰瘦，三曰参差。圆乃劲，圆乃腴，参差乃整齐，三者失其一奴书耳”，圆、瘦、参差这
三点应当也是王澍书写篆书的要旨。
15、《篆字尚书集注》（图14）
　　清江声书	小篆　乾隆年间
　　江声（1721-1799），字叔澐，号艮庭，江苏仁
和人，嘉庆元年孝廉方正。三十岁成为惠栋入室弟
子，四十岁开始治尚书之学43）。孙星衍在《平津馆文
稿》中记载：“声不为行楷者数十年，凡尺牍率皆依
说文书之，不肯用俗字”44）。《汉学师承记》载：“生
平不作楷书，卽与人往来笔札皆作古篆，见者讶以
为天书符箓，俗儒往往非笑之，而先生不顾也”45）。
《扬州画舫录》亦载：“生平不为楷书，虽日用记账
皆小篆，故所刻书皆篆书焉”46）。由此来看，江声平
生所写书文皆用篆书，篆文皆依《说文》。
　　《篆字尚书集注》，全名《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作者江声自书篆字，后被《续修四库全书》收录。
该书为自书刻板，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认为该书“别树一帜，今则初刻精印皆不易得矣”47）。清钱泳曾
亲眼见到江声书写该书的情景，“余尝雪中过访见先生，着破羊裘，戴风巾，正录《尚书集注音疏》，笔笔
皆用篆书。虽寻常笔札登记，亦无不以篆，读者辄口噤不能卒也”48）。清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记载该书
“始用篆文书，不通行，后卒改用今体楷书”49），因篆书本很难被人识读，所以又出版了今体楷书本。
16、《钦定篆文六经》《钦定篆文四书》（图15）
　　李光地等奉敕撰　小篆　清康熙年间
　　《钦定篆文六经》与《钦定篆文四书》，又称《钦定篆文六经四书》，是康熙帝命李光地等人用篆书摹刻
六经四书而成的书。《国朝宫史》载：“钦定篆文六经四书一部，圣祖仁皇帝命以小篆摹刻《易》《书》《诗》
42）	清・庞元济《虚斋名画録》卷六，清宣统乌程庞氏上海刻本。
43）	参见清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九十，清光緖九年刊本。
44）	清・孙星衍《孙渊如先生全集》平津馆文稿卷下，四部丛刊景清嘉庆兰陵孙氏本。
45）	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清嘉庆十七年刻本。
46）	清・李斗《扬州画舫録》卷十，清乾隆六十年自然盦刻本。
47）	民国・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九，民国郋园先生全书本。
48）	清・钱泳《履园丛话》卷六，清道光十八年述德堂刻本。
49）	清・皮锡瑞《经学通论》，清光緖思贤书局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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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周礼》《仪礼》《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亲定成书，凡十
四册。”50）《清文献通考》记载该书十四册不分卷，之所以用篆书书写是因为
唐开元后皆用楷书刊行，“古经旧本久已沿讹”，使用篆书则“得以循流溯
源”51）。丁仁在《八千卷楼书目》中记载该书分为《钦定篆文六经》与《钦
定篆文四书》的同文局版本，并记载了各自的卷数，前者为三十二卷，后
者为十九卷52）。该书与《篆字尚书集注》相同，使用的是《说文》系统的小
篆。
17、《篆字九经》
　　清张照刊　康雍干时期
　　清嘉庆宋如林修、莫晋纂《松江府志》载：“《篆字九经》，国朝张照得
天刊”，记载由张照刊行，未说明是张照书写。张照，字得天，华亭人，官
至刑部尚书，《清史稿》有传。张照（1691-1745）善行草与楷书，但未有
书写篆书的记载，所以此书是否是张照所书还应当进一步考证。
18、《四体绵潭山碑》，不详。
19、《四体书法》，不详。
20、《古文字石搨》，不详。
三、结语
　　从舶载的篆书单帖所包含的篆书字体来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秦小篆，一类是杂体篆书。
　　首先是秦小篆系统的舶载单帖。舶载的秦小篆单帖时间最早的是秦代李斯《峄山碑》与《秦望山碑》，
在明清两代这两件碑帖虽然是后世覆刻本，但基本保持了秦代官方礼仪场合正式使用的字体，结字均称，
线条一致，是秦系文字的标准化字体，即后世所称的“秦小篆”。其次舶载的是唐代李阳冰的《三坟记》《谦
卦碑》，李阳冰的篆书风格继承的是李斯《峄山碑》，在此基础上线条更加圆转，富有明显的个人书写风格，
然而在用字方面却掺杂了少量当时所见的古文、籀文、或体、俗体等非秦代小篆字法，所使用的秦系小篆
50）	清・官修《国朝宫史》卷三十一书籍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1）	清・官修《清文献通考》卷二百十八经籍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2）	参见清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三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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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是参考了许氏《说文解字》。汉代许慎着《说文解字》，“由唐迄今，文字形体比较稳定，我们不得不归
功于《说文》所起的规范和同一作用”53），许氏《说文》中根据李斯所写秦系篆书而书写的小篆被唐以后历
代书家奉为圭臬，以为准绳。舶载宋代释梦英《篆书千字文》《篆书目录》以及郭忠恕《篆阴符经》都属于
标准的《说文》系统，其中《篆书目录》就是抄写的《说文》部首，释梦英与郭忠恕的篆书风格应当是继
承了唐代李阳冰圆转均稳的特点。之后舶载的清代王澍的篆书，更是严守《说文》，其风格与前几家相比
较，线条更加纤细，结字更加严密，被称为“铁线篆”。舶载的《篆字尚书集注》《钦定篆文六经》《钦定篆
文四书》《篆字九经》亦是使用标准的《说文》小篆书写诸经典，其中具有国家性质编写的有两种，可见清
代对于《说文》小篆的推行。另外，还有舶载的《董其昌四体百家姓》《文征明四体千字文》《四体千字文》
等多是伪托名家之名的作品，所谓的四体为篆、隶、楷、行草，其中的篆书一般使用的也是《说文》小篆，
然而这些书写水平参差不平，不乏有误错者，可以推测的是这一类作品书写内容是当时认可的蒙学教材，
且价格低廉，传播性更为广泛。
　　其次是篆书杂体的舶载单帖。这类的篆书杂体，最早由平安时代的空海带至日本，在日本这一类的篆
书被早于江户时代的人们所知，甚至会将此作为汉字早期发展过程中的字体。即便是在中国清代光绪发现
甲骨文之前亦会被某些人误认为是早期起源文字，这应当与经典文献中所记庖牺、神农、苍颉的八卦、结
绳造字有所关联。实际上，这一类的篆书杂体多是后世伪造，其创作来源多是文献中记载与世间万物形态
的结合，如舶载北宋释梦英《篆书十八体》，记录了史佚所作“回鸾篆”，卫瓘所作“柳叶篆”，卫恒所作
“垂云篆”，鲁秋胡妻所作“雕虫篆”，汉陈遵所作“芝英篆”，韦诞所作“剪刀篆”，仙人务光所作“薤叶
篆”，晋右将军王羲之所作“龙爪篆”，“科斗篆”等字体，字体名称皆仿造一物，又将其委托为某名家所
作。这一类的篆书多不会被历代金石学家认可，所以多不被金石学著作着录，如舶载的《禹王碑》（《岣嵝
碑》）鲜有金石著作着录者。到了清代，金石学大兴，许多文字学家对此嗤鼻，如舶载的清孙枝修《百体千
字文》，尤侗虽然为其书跋并大加称赞，但过后又在自己的著述中称其“不足取也”，道出真实想法。而舶
载的《百体篆书阴骘文》应当是故意书写杂体篆书而感示于天，其目的在于复古让仙人看懂，并非让世人
所见的碑文。尽管如此，从这些杂体篆书的舶载来看，江户时代的日本由于自平安朝对该体的认可故还存
在对该体学习的需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篆书作品大都在十九世纪中叶集中性的舶载至日本，由此也可以推测江户时
代末期日本对于篆书的兴趣开始高涨。是否如此，还要从舶载的文字学、金石学等篆纂类进一步证明。然
而，文字学、金石学著作的重点在于文字的形音义，而法帖的着重点在于篆书的风格特征，在此可以判断
的是幕末时期日本开始对篆书法帖中的风格产生了较大兴趣。
53）	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作家出版社，2008，107页。
